
创新投入、产业集聚与开发区绩效
———来自上海市开发区的经验证据

　① 雷曙光

　 　 摘　 要：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经济增速逐渐放缓，
“新常态”下，开发区以往采取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转型升级从而在

未来继续保持增长是目前开发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从创新投入和产业集聚角度出发，基于上海

市开发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的普查数据，分析不同因素对开发区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增强创新投入和产业集
聚效应是提高开发区产值、利润等绩效的重要途径，并且发展阶段越高的园区，创新投入和产业集聚的作用越

大，而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外资对开发区转型升级的作用相对较小。因此，制定政策鼓励创新，大力提升优势

产业的集聚效应，是当前上海市开发区实现转型升级的主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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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沿海扩大开放做出了重要决策，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 １４ 个港口城市，

上海市就是这 １４个城市之一。１９８６年，上海市成立了闵行、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开发区的规划
建设拉开了序幕。１９８８年，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经国务院批准成立。１９９０ 年，中央同意上海加快浦
东地区开发，批准设立了金桥、陆家嘴、外高桥、张江四个国家级开发区，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

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正式开发开放，从此，上海开发区建设进入划时代的新阶段（车旭，２０１２）。
伴随着浦东地区的开发开放，上海迅速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吸引了大量国际产业转移。

与此同时，为了吸引外资，上海对开发区实行了诸多优惠政策，包括各区县获得更多的经济管理权、对前

来投资的外商提供更多的优惠待遇及出入境、进出口贸易、税收、土地优惠政策等。而 １９８８ 年虹桥开发
区率先实施土地招标批租政策，随后在浦东地区和其他郊区的开发区推广，极大地促进了开发区基础设

施建设，带动了开发区整体发展，为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杨锐、刘志彪，２０１５）。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上海开发区已经成为了上海和全国吸引外资和跨国公司入驻的重要空间场所，园区内部的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上海除了早期建立的闵行、虹桥、漕河泾及浦东四个国家级开发区

外，又相继规划建设了三个市级、数十个区县级、上百个乡镇级开发区。此后，上海市明确了产业布局需

要在加快发展的同时进行整体优化，开始将主要的制造业企业和园区业务向郊区转移，上海开发区成为

承接中心城制造业转移的重要载体。此时，上海也利用土地批租政策加快中心城旧城改造，解决了上海

多年来由于缺少建设资金而使旧城改造步伐缓慢的难题，为中心城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资

源，开始形成中心城区发展服务业、郊区开发区发展制造业的格局（杨锐、刘志彪，２０１５）。
进入 ２１世纪以来，上海市明确提出要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

心之一。为了适应新的城市功能定位，上海市在产业、人口、城市空间结构等方面都亟待进一步完善，上

海市开发区开始进入二次开发（二次创业）阶段（杨畅，２０１５）。为提高工业集中、产业集聚、土地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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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上海开发区经过撤销、核减、合并，从 １７７个减到 ４４ 个，其中国家级开发区 １５ 个，开发区的规划
建设日趋合理，土地利用集约度不断提高。上海市依托开发区逐渐建成电子信息、汽车、化工、精品钢铁

等六大产业基地，并使这些产业成为上海市的支柱产业，同时上海市还正在加快建设临港、长兴岛、航

空、航天等新兴产业基地，使得产业发展不断高端化。开发区已成为上海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

的主要场所，在上海开发区的促进和带动下，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越加稳固。

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原材料价格、工资水平不断上涨，土地资源也更加稀

缺，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以土地优惠政策、补贴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为代表的

开发区传统政策工具不但对园区发展的作用日渐减弱，而且容易成为滋生腐败、抑制企业发展的制度障

碍。因此，新形势下开发区主管单位如果不能及时转变思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转型发展，必

然会在未来发展中日渐式微。我们认为，“新常态”下，开发区实现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应当来自于创新

和产业集聚，这是由目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当前国际环境下，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

升，土地等要素资源日渐稀缺，如果国内企业不能实现创新、提高产品和工艺的技术水平，或者转移到附

加值更高的产业链中，高昂的成本和不断削弱的产品竞争力将会使低端产业逐渐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

的地区，那么，不难想到，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将会被市场淘汰。因此，创新是未来中国企业能够壮大

甚至生存的关键因素。此外，创新作为一项知识密集型活动，具有强烈的溢出效应。由于空间上的集

聚，开发区内企业的新产品研发、科研人员和工艺流程能够高效地实现流动，而这会从总体上为所有企

业带来正向作用，因此，创新活动越重要，产业集聚对企业和开发区的作用就越大。

当然，严谨地回答“新常态”下上海市开发区转型发展之路需要基于数据对当前开发区绩效的决定

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不仅需要回答创新在上海市开发区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还需要知道不同发展

阶段的开发区在创新投入、产业集聚效应等方面又有着怎样的差异，以及除了创新之外，还有哪些因素

决定着上海市开发区的绩效。为此，本文将基于上海市经信委公布的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上海市 １０８ 家开发
区的普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创新和产业集聚效应是当前上海市提高开发区绩效最重要的

途径，并且开发区发展阶段越高，创新与产业集聚所起的作用越大，而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投资对开发

区的贡献并不显著。这为上海市开发区实现转型升级的政策设计提供了数据支撑。

二　 文 献 综 述

从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开始，学者们对创新行为本身及其对宏观经济与微观个体影响的认识不断

深入。从宏观角度，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６）、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等（１９９１）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创新与技术进步是一
个经济体长期增长的内在动力。之后，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８）、Ａｇｈｉｏｎ等（１９９８）以及 Ｈｏｗｉｔｔ（２０００）等从不同角
度解释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创新以及技术水平上的差异也是解释国与国之间经济发

展差异的最重要因素。就微观角度看，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能够通过创新提高企业绩效和竞争力

（Ｄａｒｒｏｃｈ，２００５；Ｋｌｏｍｐ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但由于创新与技术进步本身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且具有强烈的外
部性，因此，在创新领域往往存在着市场失灵，很难依靠市场的力量实现最优创新水平（Ｌｉｕ，２００２；Ｔｓａｉ
＆ Ｗａｎｇ，２００４；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所以，政府对创新行为的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开发区政策作
为一项弥补市场不足的重要工具，是各国发展产业、吸引投资、鼓励创新的重要措施之一。

尤其在中国，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有关开发区发

展的论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不同领域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开发区本身以及开发区与区域经济、

企业之间关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从宏观层面看，很多学者都发现开发区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和

吸引投资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白雪洁等，２００８；况伟大，２００９；李力行等，２０１５；王永进等，２０１６）。
在微观层面，有学者从产城融合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中国的开发区能够与周边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产业

及城市功能相辅相成，形成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或状态，其本质是以人为核心，实现包括生产、生

活等多元要素的均衡协调发展（孔翔等，２０１３）。在城市化扩张和工业化浪潮的初期，开发区在促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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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极大地带动了区域整体的发展（Ｐａｒ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而从产业集聚的角度看，开发区对企业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开发区企业集群的内部存在大量

异质性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同一产业链上的各类企业相互竞争与合作进一步促进了开发区内要素

的流动，开发区内企业间呈现系统化和有序化的竞合状态（焦爱英等，２０１０），企业间通过专业化分工与
协作获取外部经济收益。有学者研究发现，企业间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方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文化、企

业间社会网络与开发区环境等（甄杰，２０１３）。Ｋｏｈ等（２００５）实证研究了新加坡科学园，认为集聚效应、
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通过投资新产业以达到自我更新等，包含在科学园成长机制中。

从创新角度，Ｆｕｋｕｇａｗａ（２００６）构建了二元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研究发现开发区内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受到与开
发区内其他企业和研发机构合作的影响。而在选择企业进入开发区时，需要选择具有较高增长潜力以及

较高生产效率的企业入园（Ｃｈｅｎ ＆ 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４），以提高开发区资源和空间的利用效率。Ｓｕｎ（２０１１）认
为，对开发区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创新能力，因此开发区需要重视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

从既有研究不难看出，关于创新行为以及创新与政策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多，但具体到开发区政策如

何影响创新的研究较少；有关开发区政策的文献更多地关注于开发区与企业、区域经济之间的互动和影

响，创新、产业集聚亦或是其他因素如何影响开发区绩效，开发区如何影响创新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

本文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以上海市为例，对现阶段开发区绩效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尤其关注于创新、产

业集聚等因素在开发区发展中起到的作用。首先，由于上海市工业基础良好，人力资本积累较高，企业

创新投入的边际收益可能很高，进而会提高整个开发区的绩效水平，因此，本文将分析不同开发区创新

投入对绩效影响的异质性。其次，产业在空间地理上的高度集中和企业间合作的整合，为开发区的产业

集聚奠定了基础，因此，本文检验了不同开发区产业集聚对绩效影响的异质性。最后，上海市无论在道

路规划建设、城市管理水平等方面在国内均处于较高水平，且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基础设施的投入在边

际上可能对企业的影响较小，因此，本文还从开发区基础设施的角度分析其对绩效的影响。

三　 上海市开发区发展阶段评估
虽然同属于开发区的范畴，但不同开发区由于成立时间不同，主导产业、资源基础不同，导致各自在

资源利用、产出绩效、政策倾向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更重要的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开发区，创新和产

业集聚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差异巨大。

按照开发区发展成熟程度，我们可以将开发区分为要素驱动、产业集聚、产城融合和创新驱动四个

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要素驱动阶段是一个开发区最初始的阶段，该阶段的园区发展往往依靠固定资

产投资、人员引进和资金流入，以达到快速扩大生产规模的目的；多依靠土地优惠政策、硬件环境建设等

手段发展。开发区逐渐发展后，通常会进入产业集聚阶段，由于在前一阶段实现了要素集聚，因此一些

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集群开始出现，此时产业集聚效应开始发挥作用，但创新仍然不是开发区进一步发

展的关键。随着优势产业逐渐形成规模，开发区开始进入到产城融合阶段，在此阶段，优势产业初具规

模，往往成为一个地区甚至国内某产业的重要生产区域，良好的发展基础和竞争会使得该产业中的企业

开始进行研发投入，一些企业通过不断创新与研发，成为所在行业内的领军企业，产业的发展对开发区

的硬件配套水平和软件环境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最后，随着园区要素价格的升高和资源的限制，主导产

业开始出现更迭，企业在激烈竞争中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方式，会通过技术创新等方式抢占新的主导产

业；此阶段开发区呈现出产业更迭，研发投入占比高的特征，开发区也成为一个地区创新的战略高地，真

正实现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

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开发区中，创新、产业聚集、基础设施投入等因素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我们

需要对上海 １０８家开发区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并基于上海市经信委公布的开发区普查数据，对不同开发区
所处发展阶段进行识别。从 ２０１０年起，上海市经信委从产业发展、资源利用、创新发展、投资环境等方面对
上海市开发区（园区）展开了每年一次的综合评价工作；设置的开发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为 １个综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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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指标、４个分项指标（包括产业发展、资源利用、创新发展、投资环境）、１１个专业指标（将 ４个分项指标细
分为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发展质量、土地集约、节能减排等），以及 １５０个单项指标，并分别设置指标体系
的权重。在指标得分方面，上海市经信委设置的评价指标满分为 １ ０００分，并根据指标特点（分段指标、定
性指标、正指标或逆指标）设置各指标的优秀值、一般值和零分值。此外，还根据产业集群评价结果、进出

口总额、入选国家及本市相关人才计划的人员合计数等指标对开发区进行附加分计算。

上海市开发区综合发展指标，是对开发区在要素驱动、产业集聚、产城融合和创新驱动四个方面的

综合发展程度的测度。而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产业发展”分项指标中，其“经济规模”包括多个固定资

产投资、外资、就业人数等反映开发区要素（土地、设备、人员、资金等）驱动型特征的单项指标，据此可

识别处于要素驱动阶段的开发区；在“产业发展”分项指标中，“发展质量”包括了与主导产业集聚度、亿

元以上收入和专精特新企业数等指标，据此可识别处于产业集聚阶段的开发区；在“投资环境”的分项

指标中，“管理服务环境”包含了多个与开发区品牌建设、功能性、区域空间规划等有关的单项指标，据

此可识别处于产城融合阶段的开发区；依据“科技创新”指标则可较好地识别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开发

区。由综合发展指标分组和按照“经济规模”、“管理服务环境”、“发展质量”、“科技创新”分别对 １０８
个开发区排序结果可知，得分最高的一组（３个开发区）同时属于按照“科技创新”（创新驱动阶段）指标
排序的前 ７名，综合发展指标得分第二的一组（１３个开发区）同时属于按照“管理服务环境”（产城融合
阶段）指标排序的 ４—１９名，综合发展指标得分第三的一组（４６ 个开发区）同时属于按照“发展质量”
（产业集聚阶段）指标排序的 ７—９０名，综合发展指标得分第四的一组（４６个开发区）同时属于按照“经济
规模”（要素驱动阶段）指标排序的 ３３—１０８名。因此，可将 １０８个开发区根据其综合发展指标得分划分为
要素驱动阶段、产业集聚阶段、产城融合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四类，具体见表 １。

表 １　 上海市 １０８个开发区发展阶段的划分

发展阶段 开　 发　 区
经济规模

（均值）

发展质量

（均值）

科技创新

（均值）

管理服务

环境（均值）

综合发展

指标（均值）

创新驱动
张江高科技园区、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

上海康桥工业区
８６９．９０ ７７５．７７ ８８４．４３ ９８１．５３ ８９６．９０

产城融合

莘庄工业区、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汽车

城、嘉定工业园区、上海市北高新技术服务

业园区、漕河泾开发区松江园区、国际汽车

城零部件配套园区、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

发区、临港产业区、青浦工业园区、上海市

工业综合开发区、外高桥保税区

７３９．７８ ７３３．２８ ４４０．９８ ７０４．４０ ６７３．８２

产业集聚

上海枫泾工业园区、上海浦东合庆工业园区、

上海市松江工业区、上海国际医学园区、上海

奉贤经济开发区生物科技园区、嘉定工业园

区马陆园区、罗店工业园区、上海化学工业经

济技术开发区、张江青浦园区、上海未来岛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等 ４６个开发区

２５８．９２ ５５９．６６ ２０４．５１ ２９７．４８ ４１２．８２

要素驱动

上海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山街道园、金

山工业园区—漕泾园、奉贤邬桥经济园区、

上海四团镇经济园区、马桥产业园区、新场

工业区、宝山工业园区、向阳园区、奉贤海

港综合经济开发区、闵行闵北工业区等 ４６
个开发区

１０６．４４ ４１２．９１ ６７．５３ １４８．１５ ２４５．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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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据来源和统计性描述
在实证回归之前，我们首先需要选取合适的被解释变量来测度开发区绩效。基于上海市经信委公

布的普查数据，我们选取开发区每年的工业总产值、企业利润总额、进出口总额和单位土地利润产出强

度四个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多个被解释变量测度开发区绩效不仅可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同时，

通过对比不同被解释变量间系数的差异也便于我们分析其背后的机制。

解释变量方面，我们用 Ｒ＆Ｄ投入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来代表开发区的创新投入，用研发人员
比重代表开发区内现有的人力资本，用园区主导产业集聚度代表园区内产业集聚效应的状况，用园区单

位面积基础设施投入代表园区基础设施投入情况，以累计吸引合同外资总额代表园区吸引外资情况，并

以累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代表园区内固定资产投资状况。同时，为了控制开发区所处阶段的特征，我们

通过四个哑变量表示开发区所处阶段。

具体变量的名称、单位以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２所示。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名 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工业总产值（亿元） ｙ１ ４６４ ２１１．１ ３９１．７ ０ ３ １４８
企业利润总额（亿元） ｙ２ ４６４ ５５．４６ １４０．６ －１．１２０ １ ０００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ｙ３ ４６１ ５１．５１ １６０．０ ０ １ ０４３
单位土地利润产出强度（万元 ／公顷） ｙ４ ３２８ ５３５．１ １０９２ －３１５．５ ８ ８３８

解释变量

Ｒ＆Ｄ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Ｒ＆Ｄ ４６４ ５５．１７ ８９．３ ０ １００
研发人员比重 ｐｅｏｐｌｅ ４６４ ６４．９４ ９４．５ ０ １００
园区主导产业集聚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 ４６４ ８８．６３ ２０６．２ ０ １ ０００
园区单位面积基础设施投入（万元 ／公顷） ｉｎｆｒａ ４６４ ２５０．０ ５３０．６ ０ ４ １４１
累计吸引合同外资总额（亿美元）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４６４ ２３．５７ ９８．１５ ０ １ ０００
历年累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ｉｎｖ ４６４ １１９．１ ２４５．０ ０ １ ７９０

哑变量

要素驱动阶段 ｊｉｅｄｕａｎ １ ４６４ ０．４３５ ０．４９６ ０ １
产业集聚阶段 ｊｉｅｄｕａｎ ２ ４６４ ０．４０９ ０．４９２ ０ １
产城融合阶段 ｊｉｅｄｕａｎ ３ ４６４ ０．１２１ ０．３２６ ０ １
创新驱动阶段 ｊｉｅｄｕａｎ ４ ４６４ ０．０３４５ ０．１８３ ０ １

五　 实 证 分 析

（一）基准回归

在对上海市 １０８家工业园区全面评估的基础上，我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开发区绩效的决定
因素进行研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所限，仅有 ６６ 家开发区能够形成平衡面板数据，因此，后面的
实证结果主要基于这 ６６家开发区的数据。

第一步，我们不考虑异质性，基于全体样本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ｙｉ，ｔ ＝ β０ ＋ β１Ｒ＆Ｄｉ，ｔ ＋ β２ｐｅｏｐｌｅｉ，ｔ ＋ β３ ｉｎｆｒａｉ，ｔ ＋ β４ ｉｎｖｉ，ｔ ＋ β５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ｔ
＋ β６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 ＋ β７ ｊｉｅｄｕａｎ２ｉ，ｔ ＋ β８ ｊｉｅｄｕａｎ３ｉ，ｔ ＋ β９ ｊｉｅｄｕａｎ４ｉ，ｔ ＋ ｕ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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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如表 ３所示。由此可见，无论被解释变量如何变化，Ｒ＆Ｄ 投入的提高都能够显著地提高
开发区的绩效。这体现出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创新投入是一个开发区能够

持续增长、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符合前文预期。主导产业集聚程度同样会显著提高开发区的绩效，这

也是已有文献中通常认为的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重要渠道，即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产品、知识产

权的相似度都决定了企业间和产业间技术溢出的大小，且只有在产业聚集的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内这一

集聚效应才会非常明显。而这种溢出效应是开发区政策对企业最重要的影响渠道之一，这也符合前文

预期。而园区内的基础设施投入只有在被解释变量是单位土地利润产出强度时才显著为正，这可能与

上海市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中高新技术企业所占的比例较高，重工业较少，基础设施对于园区的影响较小

有关。

表 ３　 主回归结果

（１）
工业总产值

（２）
企业利润总额

（３）
进出口总额

（４）
单位土地利润产出强度

Ｒ＆Ｄ ０．１０９（０．０３３） ０．０９９（０．０２７） ０．１０５（０．０３１） ０．５６４（０．３１１）
ｐｅｏｐｌｅ ０．０３８（０．０３４） ０．０７５（０．０２８） ０．０５９（０．０３２） －０．２０９（０．３１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０．０６６（０．０２６） ０．０４８（０．０２２） ０．０４５（０．０２５） ０．３６２（０．０８５）
ｉｎｆｒａ －０．００６（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０．００８） ０．６２３（０．２５６）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０３８（０．０５０） ０．５２９（０．０４２） ０．６３１（０．０４８） －０．６６７（０．４９１）
ｉｎｖ ０．０７４（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０．０２３） －０．０７２（０．２５４）

ｊｉｅｄｕａｎ ２ １０８．１４７（６７．８１３） ５．５７５（１２．２５２） ２１．３３１（１６．６５８） １７６．８１２（１３８．１９２）
ｊｉｅｄｕａｎ ３ ７１４．３３１（１０１．５３１） １４４．３７１（１９．１３３） ８８．３４９（２５．７０９） １ ７８５．８６３（２１６．９０４）
ｊｉｅｄｕａｎ ４ ９９７．０７６（１９２．４６１） １８１．２２９（３６．７３６） １５０．１６９（４９．２３１） ２ ２７５．３２６（４０９．４８６）

Ｎ ４６４ ４６４ ４６１ ３２８
Ｒ２ ０．３３７ ０．７１０ ０．６９０ ０．１６２

　 　 注：表中未报告常数项的结果，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表 ４—
６相同。

最后，可以看到发展阶段越高的开发区，无论是总量意义上的绩效还是单位土地面积意义上的绩效

均显著高于发展阶段较低的开发区。这也是本文研究开发区绩效决定因素的内在含义：准确把握现阶

段影响上海市开发区绩效的关键因素，是为各开发区不断提高绩效，从而进入更高层次发展阶段提供政

策建议的学理依据。

（二）异质性分析

如前文所述，由于上海市 １０８家开发区起步不同，发展状况不同，我们将开发区分为四个阶段。那
么，各个因素在不同发展阶段是否会对开发区绩效有着不同的影响呢？为此，我们通过依次采取添加交

互项的方法检验各个因素在不同发展阶段起到的作用。

首先，对于创新投入，我们采用如下回归方程：

ｙｉ，ｔ ＝ β０ ＋ β１Ｒ＆Ｄｉ，ｔ ＋ β２Ｒ＆Ｄｉ，ｔ × ｊｉｅｄｕａｎ２ｉ，ｔ ＋ β３Ｒ＆Ｄｉ，ｔ × ｊｉｅｄｕａｎ３ｉ，ｔ
＋ β４Ｒ＆Ｄｉ，ｔ × ｊｉｅｄｕａｎ４ｉ，ｔ ＋ γＸｉ，ｔ ＋ ｕｉ，ｔ

其中通过识别 β２、β３、β４的显著性与符号可以发现不同发展阶段下创新投入对开发区绩效的影响，
Ｘｉ，ｔ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４。通过表 ４中的交互项数据可以看到，所处发展阶段越高
的开发区，创新投入对开发区绩效的影响越大，这与前文的分析一致。可以说，创新是现阶段上海市开

发区提高绩效、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通过实施各种政策以及政策组合鼓励开发区内企业进行

Ｒ＆Ｄ投入，是当前各开发区管委会需要最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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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创新投入对不同阶段开发区的影响

（１）
工业总产值

（２）
企业利润总额

（３）
进出口总额

（４）
单位土地利润产出强度

Ｒ＆Ｄ ０．０６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９（０．０２８） －０．０１０（０．０３４） ０．４１５（０．０３６）
Ｒ＆Ｄ×Ｊｉｅｄｕａｎ２ ０．１１４（０．０４１） ０．１８１（０．０３３） ０．２４６（０．０３９） ０．３４５（０．０４２）
Ｒ＆Ｄ×ｊｉｅｄｕａｎ３ ０．０８３（０．０６６） ０．４５３（０．０５２） ０．４４１（０．０６２） ０．０４９（０．０６７）
Ｒ＆Ｄ×ｊｉｅｄｕａｎ４ ０．３３９（０．０７８） ０．２１１（０．０６２） ０．２２８（０．０７４） ０．４７１（０．０８）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４６４ ４６４ ４６１ ３２８
Ｒ２ ０．４１８ ０．７７４ ０．７４７ ０．１６１

　 　 其次，产业集聚是开发区提高企业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那么，不同阶段的开发
区，其产业集聚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呢？为此，我们采用如下回归方程进行检验：

ｙｉ，ｔ ＝ β０ ＋ β１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 ＋ β２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 × ｊｉｅｄｕａｎ２ｉ，ｔ ＋ β３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 × ｊｉｅｄｕａｎ３ｉ，ｔ
＋ β４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 × ｊｉｅｄｕａｎ４ｉ，ｔ ＋ γＸｉ，ｔ ＋ ｕｉ，ｔ

其中通过识别 β２、β３、β４ 的显著性与符号可以发现不同发展阶段下产业集聚对开发区绩效的影
响，Ｘｉ，ｔ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５。由表 ５可见，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开发区，主导产业
集聚都会从总量意义上提高开发区绩效；发展阶段越高的开发区，产业集聚效应对开发区绩效的正向作

用越强，符合前文的预期。这很可能是由于发展阶段较高的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较多，属于知识密集

区域，存在着较强的技术溢出效应。既有文献也发现，产业在空间地理上的高度集中和企业间合作的整

合，为开发区内企业间的技术溢出奠定了基础；而开发区内的资源共享、共生的空间联系，在相关开发区

政策、制度和文化等支撑之下，进一步促进了开发区对外部企业的吸引力（刘贵富，２０１０）。

表 ５　 产业集聚对不同阶段开发区的影响

（１）
工业总产值

（２）
企业利润总额

（３）
进出口总额

（４）
单位土地利润产出强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 ０．０３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４（０．０２５） －０．０３２（０．０３１） －０．１２３（０．３０２）
ｃｅｎｔｒａｌ×Ｊｉｅｄｕａｎ２ ０．０５７（０．０３８） ０．０９７（０．０３１） ０．１６５（０．０３８） ０．１３５（０．３７４）
ｃｅｎｔｒａｌ×Ｊｉｅｄｕａｎ３ ０．０４８（０．０６７） ０．３４６（０．０５４） ０．１２５（０．０６７） １．７８４（０．６５８）
ｃｅｎｔｒａｌ×Ｊｉｅｄｕａｎ４ ０．３８６（０．０８２） ０．１４８（０．０６７） ０．０６８（０．０８２） １．８２７（０．７９９）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４６４ ４６４ ４６１ ３２８
Ｒ２ ０．４０４ ０．７４７ ０．７０７ ０．２０５

　 　 最后，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我们采用如下回归方程：

ｙｉ，ｔ ＝ β０ ＋ β１ ｉｎｆ ｒａｉ，ｔ ＋ β２ ｉｎｆ ｒａｉ，ｔ × ｊｉｅｄｕａｎ２ｉ，ｔ ＋ β３ ｉｎｆ ｒａｉ，ｔ × ｊｉｅｄｕａｎ３ｉ，ｔ
＋ β４ ｉｎｆ ｒａｉ，ｔ × ｊｉｅｄｕａｎ４ｉ，ｔ ＋ γＸｉ，ｔ ＋ ｕｉ，ｔ

其中通过识别 β２、β３、β４ 的显著性与符号可以发现不同发展阶段下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开发
区绩效的影响，Ｘｉ，ｔ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６。由表 ６ 可见，除了产城融合阶段的开发
区外，处于其他阶段的开发区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几乎不会对开发区绩效产生影响，该结论与前文的分

析一致。这一发现意味着开发区管理机构在园区内基础设施的投入，对园区内企业几乎没有影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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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一方面这与上海市整体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有关，同时也与上海市开发区重工业等重度依赖

基础设施的企业产值占比较低有关。从我们的实证结果不难看出，无论是总体而言，还是分发展阶段来

看，现阶段上海市各开发区加大对开发区基础设施的投入都无法提高开发区绩效，因此，在财政资金有

限的约束下，投入于基础设施未必能够取得较好的收益。

表 ６　 基础设施建设对不同阶段开发区的影响

（１）
工业总产值

（２）
企业利润总额

（３）
进出口总额

（４）
单位土地利润产出强度

ｉｎｆｒａ ０．００２（０．０２１） －０．００９（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０．０２０） ０．０５２（０．１９１）
ｉｎｆｒａ×Ｊｉｅｄｕａｎ２ ０．００７（０．０２３） ０．０１５（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０．０２２） ０．００９（０．２１１）
ｉｎｆｒａ×Ｊｉｅｄｕａｎ３ ０．０１８（０．０２９） ０．０４９（０．０２２） ０．０５５（０．０２７） ２．２７６（０．２８２）
ｉｎｆｒａ×Ｊｉｅｄｕａｎ４ －０．１７９（０．０３６） ０．０１４（０．０３０） －０．０１９（０．０３５） １．３４６（０．３４２）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４６４ ４６４ ４６１ ３２８
Ｒ２ ０．４０６ ０．７１５ ０．６９４ ０．１７９

六　 结论与引申
作为我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市，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开发区的支持。从开始设立经济开发

区到现在，上海各级开发区已发展成长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重要的高技术装备制造中心、金融贸易中心

等。不过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上海市开发区建设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如存在园区

发展不平衡、发展环境不够优化、许多开发区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积极性不高等问题（车旭，２０１２），这
些都制约了上海开发区绩效的进一步提高。在此背景下，本文使用上海市经信委公布的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
开发区普查数据对上海各类开发区的发展现状和所处阶段做出评估，将上海 １０８ 家开发区根据其综合
发展指标得分划分为要素驱动阶段、产业集聚阶段、产程融合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四类，并实证检验了

各类因素对开发区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以工业总产值、企业利润总额或者进出口总额还

是以单位土地利润产出衡量绩效，现阶段创新投入已经成为影响开发区绩效的关键因素。故通过多种

政策工具和政策组合鼓励企业创新，促进园区内企业在 Ｒ＆Ｄ上增加投入是上海市各类开发区未来实现
转型发展的关键所在。此外，产业集聚效应在现阶段上海市开发区发展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

总量意义上，园区内的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提高园区的产值和盈利能力。而且，基础设施投入对开发区绩

效影响甚微。通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我们发现，所处发展阶段越高的开发区，创新投入对开发区绩

效的影响越大，产业集聚效应对开发区绩效的正向作用也越强。

对应到政策层面，由于企业 Ｒ＆Ｄ活动的长期性与不确定性，往往会面临融资难与融资成本高等问
题；尤其是科技创新型公司往往表现为风险高、投资回报期漫长的特征，常常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资金约

束。因此，金融支持政策在鼓励开发区企业创新方面有着决定性作用。金融支持政策能够从融资成本

上较好地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有助于企业的 Ｒ＆Ｄ活动，对提高企业 ＴＦＰ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
阶段上海市开发区实现转型发展与产业升级，最重要的是依托于各种金融扶持政策，通过运用多种形式

的金融创新工具等方式鼓励企业创新，使其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力度。

为了保证开发区产业集聚效应，在土地、财政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各开发区应基于自身的基础条件，以主

导产业为核心，围绕主导产业进行招商引资，而不能一味追求数量与总量、不分产业和质量地开展招商引资。

另外，应充分发挥产业链协同效应，开发区不仅要引进同类产品的不同生产商，还应引进上下游企业，以实现

技术横向和纵向的多维度溢出，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对企业和开发区发展的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　 施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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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３９，Ｎｏ．３．

Ｒｏｍｅｒ，Ｐ．Ｍ．，１９８６，“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Ｒｕｎ Ｇｒｏｗ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９４，Ｎｏ．５．

Ｓｕｎ，Ｃ．Ｃ．，２０１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ｉ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Ｈｓｉｎ Ｃｈ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ａｒｋ”，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３８，Ｎｏ．３．

Ｔｓａｉ，Ｋ．Ｈ． ａｎｄ Ｗａｎｇ，Ｊ．Ｃ．，２００４，“Ｒ＆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

ｔｏｒ：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０．

Ｚｈａｎｇ，Ｑ． ａｎｄ Ｆｅｌｍｉｎｇｈａｍ，Ｂ．，２００２，“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ＤＩ，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８，Ｎ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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